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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世仇”经“立宪”到“革命”：李大钊思想变迁考察
∗

王昌英

（武夷学院 思政部，福建 武夷山 ３５４３００）

摘　 要： 通过李大钊的文章可以了解到，李大钊一生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经历了前反满

清、反满清、资本主义立宪、无产阶级革命等几个时期。 一位反对暴力和革命的谦谦君子最终

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个历程，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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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但他在

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个思想转

变过程。 对这个过程加以考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
为它是中国近、现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转变

过程的缩影和典型。 李大钊的思想转变这个“小”
问题，折射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环境、文化状

况、道路选择等“大”问题。 虽然斯人已逝，但他留

下的文字，能为我们提供一些他的思想转变的线索。
通读《李大钊全集》 （以下简称《全集》）①可以

发现，李大钊的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和多元性特点。
本文从李大钊的文字中抽出“九世仇” “立宪” “革
命”三个语词，作为与李大钊思想、政治倾向相对应

的三个阶段的概括，即：反满清时期、资本主义立宪

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时期。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

及的这几个语词，需联系前后文和具体语境，并且，
在参考的角度上理解。 剥离了这两点将其绝对化，
将失去任何意义。

一、“九世仇”：辛亥革命前李大钊的反

清排满倾向
１９０７ 年，１８ 岁的李大钊考入天津的北洋法政专

门学校，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学习。 投考这一学校的

缘由，据李大钊 １９２７ 年《狱中自述》所言，是“感于

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

群之良策” ［１］２６６。 李大钊一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为

这一缘由作了最好的注脚。 在这种求学态度下，
“深研政理”有所收获是一定的。 然而，这并不等同

于“挽救民族、振奋国群”愿望的实现。 因此，李大

钊常常感叹自己在虚度光阴：“一事无成嗟半老，沈
沈梦里度春秋” “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

愁”。［１］２３３

李大钊通过这些诗句宣泄了苦闷，却并未表达

自己的政治见解。 他也鲜有文字记述自己辛亥革

命以前思想的变化及其缘起。 关于 １９０７—１９１３ 年

间求学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期的学习和思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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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李大钊全集》，指的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的版本。



况，李大钊在 １９２７ 年的《狱中自述》中只简要地说

了这样一句：“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
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

滕高。” ［１］２２６

尽管如此，仔细考察会发现，在写于 １９０８ 年底

至 １９０９ 年初①的《岁晚寄友》中，李大钊实际上已经

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即：反满清之统治。
《岁晚寄友》共两首，第一首是这样的：［１］２３５

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 九世仇堪报，十年

愿未违。
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 岁晚军书急，行人

归未归？
标题中的“友”，笔者认同指蒋卫平的说法。 蒋

卫平（１８８３—１９１０ 年）字大同，与李大钊同为直隶省

永平府人，曾为同学。 １９０５ 年后，蒋卫平因抵制美

货被政府批捕，后出逃东北，在那里从事抗俄、反清

等活动，被称为“关外大侠”“东方圣人”。
“九世之仇”，典出《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

说的是齐襄公报九世前齐哀公因纪侯向周天子进

谗言而被烹杀之仇，后多指时间久远的国仇等深仇

大恨。 这里的“九世仇”“十年”，笔者认为是李大钊

从蒋卫平的角度写的。② 结合这首中的辽宫燕向汉

家飞、第二首中的遍树汉家旗等语句，可以这样理

解这两个词：满人入关后，嘉定屠城、扬州十日、大
兴文字狱等旧恨，“割地失权，耗财受辱，日甚一日，
迨至甲午以后，强邻环逼，国势日危，岌岌乎不能自

保” ［２］３以及扼杀维新变法、杀戮六君子、镇压爱国运

动、残杀爱国志士等新仇，终于将蒋卫平等爱国志

士逼上反满清统治的道路。 十年来，蒋卫平始终未

改恢复“故国河山”、挽救民族危亡的初衷，从事着

各种救国和报“九世之仇”的反清活动。
虽然诗中说的是蒋卫平，但肯定和认同他，本

身包含了李大钊自己的态度。 比如，在显性层面，
诗中，“堪报”一词明显、明确地代表着李大钊对满

清统治的态度：要救国就要推翻满清统治！ 而辽宫

燕向“汉家”飞、遍树“汉家”旗等语句，也都在以肯

定的语气表明同样的态度。
有学人指出，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校读书时，

曾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拥

护君主立宪。 笔者对于这点并无质疑。 但是，从前

文所述诗句来看，１９０８ 年底至 １９０９ 年初，李大钊的

思想显然已不再停留于此。 康、梁等人主张君主立

宪，前提是寄希望于满清皇帝。 李大钊若依然追随

康、梁的步伐，则他说出“九世仇堪报”等话语是不

可思议的。
总之，《岁晚寄友》显示，至少自 １９０８ 年底至辛

亥革命，李大钊倾向于同情甚至支持反清排满的革

命运动。 这是李大钊在其挽救民族、振兴中华的人

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

二、“立宪”：１９１２—１９１８ 年李大钊的思
想、政治倾向

辛亥革命后数年间，李大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

那样激进、革命。 相反，他站在维护统治秩序的立

场上反对革命。 关于李大钊，学界研究成果颇丰，
但鲜有成果论及他有过反对革命的时期及其原因

与表现。
断章取义地看上述这段话，会以为笔者在诋毁

和丑化李大钊。 事实正相反，因为这个阶段的存

在，在笔者看来，李大钊可亲、可敬等特点更为凸

显。 这个阶段说明，李大钊并非天生的革命者。 但

就是这样一位敦厚的、反对暴力和革命的知识分

子，最终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无所畏惧地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过程本身能说明很多问

题。 读李大钊的文章，能了解到这样一个阶段的存

在及其原因。
李大钊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和近代

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 他以为，推翻满清帝

制，建立共和政府，能为一雪国耻、重振国威提供制

度前提和可能性。 辛亥革命后，虽然他看到“国基

未固，百制抢攘”，再造中国异常艰难，但他以为，只
要“当世贤豪”们“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

进于建设”，一定能够“隆我国运” ［３］１。 他没想到的

是，新政府 “尺移寸度” 数月后， “ 犹在惶恐滩

中” ［３］１。 李大钊为后帝制中国的建设忧心忡忡。 他

总结了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牵滞民

国建设的六大问题，概括了党私、省私、匪氛等民国

建设的三大隐忧。［３］１⁃３这篇写于民国政府成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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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全集》中标注的时间是 １９０９ 年。 学界主要有 １９０９ 年和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后两种说法。 笔者对这两种说法有

所质疑，主张《岁晚寄友》作于 １９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之间。 具体论证请参阅笔者的文章《〈岁晚寄友〉写作时间质

疑———兼论辛亥革命前李大钊的政治倾向》。
具体理由请参见前条注释中提及的笔者的文章。



时的《隐忧篇》，体现了李大钊对新建立的民国的强

烈使命感、忧患意识以及寄予的期望。
其后，李大钊一再看到，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并

未如爱国人士期盼的那样令国家走向富强、给百姓

带来福祉。 革命前后，名义上是专制与共和的区别，
实际上是全国一个专制君主与一省一个专制都督的

区别。 结果，“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

散、茕焉不得安其居……” ［３］１２。 对此，李大钊极为不

满：“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３］１０

即便民国如此乱象丛生，痛心疾首的李大钊并

未萌生继续革命以建立一个“善良之政府”以达再

造中华的目的。 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研究、揭露和

阐发共和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撰文和

发表演说号召国人再造中华。 他的再造中华的路

径是：制定、完善“善良之宪法”，实行宪政。 这段时

间，他的政治倾向明显地表现为：站在维护统治秩

序的立场上，反对暴力和革命，主张努力在现有资

本主义共和国体的框架内实行宪政，将国家、政党、
官员和国民的一切活动纳入法制轨道。 他迫切希

望在统一、秩序的前提下推进民国建设，实现振兴

中华的梦想：“治平之幸福，究何所凭依？ 乃在确有

实力足以保障此治平幸福之宪法” ［３］９５，“宪法者，国
命之所由托……有善良之宪法，始有强固之国

家” ［３］２０１。
此一时期，“立宪”“宪法”等是李大钊文中频频

出现的核心语词，它们彰显着李大钊在其时的中国

实行宪政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相关文章有：１９１３ 年

的《弹劾用语之解纷》《一院制与二院制》《政客之趣

味》《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 《法律颁行程序

与元首》《欧洲各国选举制考》 《各国议员俸给考》，
１９１４ 年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１９１５ 年的《〈中华

国际法论〉译叙》，１９１６ 年的《民彝与政治》《权》《政
谭演说会之必要》《祝九月五日》《国庆纪念》《制定

宪法之注意》 《省制与宪法》 《宪法与思想自由》，
１９１７ 年的《孔子与宪法》 《议会之言论》 《政论家与

政治家》《爱国之反对党》《立宪国民之修养》《法国

内阁改组之由来》 《受贿案与立宪政治》 《暴力与政

治》，等等。
李大钊关于宪政的考察涉及方方面面，既包括

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颁布、政府和官员应该以及如

何依法行政等诸事宜，也包括实行宪政对国民素养

的要求。 他期望国民提高思想觉悟，成为具有自由

精神和保持国之权威、尊重人之价值的 “立宪国

民” ［３］４５⁃１６４。

与上述诉求相适应的，是李大钊对暴力和革命

的合乎逻辑的排斥。 此一时期，李大钊在频繁使用

“宪法”“立宪”等语词的同时，也频繁使用“暴力”
一词。 只不过， 对前者是主张， 对后者是拒斥。
比如：

在 １９１３ 年的《原杀》中，李大钊对暴力的拒斥

显而易见： “不良政治基于暴力，为世间一种罪

恶……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恶除罪恶，以毒攻毒之

计也……有以知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其结果

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 ［３］４５此处所

言暴力主要指暗杀。
在 １９１４ 年的《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中，李大钊

将 １９１３ 年宋教仁遇刺、袁世凯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

合约后，国民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

革命”，称为动乱：“去岁南中再乱……” ［３］９３。 显然，
这是站在维护统治秩序的立场才会有的口吻。

在 １９１４ 年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李大钊

认为，“善良之政治，非可以暴力求也” ［３］１０１。 他从

道理上阐述“依暴力不能得平和之理”之外，还列举

了他认为“足以征之”的事例，即“法之陈迹，葡之现

情”，来加以说明。 对于法、葡二国使用暴力手段及

其后果，李大钊的认识是：“法以百年之血历史，易
得者仅勉为共和，而其所以能勉为共和者，尤非纯

为杀人流血之制造，实赖一二明敏稳健之政治家，
投袂于骚乱之后，收拾儳伧，爬梳棼绪，俾暴力潜销

而隐戢也。 葡人今犹不悟，仍逐革命流血之濛雾，
以求良政治，徒演法兰西之惨史以震駴世人而外，
他无所得也。” ［３］１０１⁃１０３具体到本国，李大钊认为，“当
局者凭一时之势力，以图除尽异己之根株，吾人已

叹其误”；“民党各派之弗循正轨，而欲以暴止暴，吾
人亦惜其妄而悯其愚。” ［３］１０４李大钊提出的解决办法

是：“扬汤止沸，不如抽薪”，而抽薪之关键在于“深
蕲其豁然憬悟”。 他以为，这样便能“自纳其力于正

轨，静待机势” ［３］１０４。 显然，在其时的政治环境中，这
种解决办法苍白无力。

有学人指出，李大钊有过拥护袁世凯的时期。
笔者不敢苟同。 李大钊只是希望用法律手段解决

各种纠纷和问题，以保证国家统一、稳定，进而群策

群力、奋起直追、建设民国、振兴中华而已。 其出发

点是国家和人民，支撑点是政治理想而非统治阶级

的利益和作为个人或总统的袁世凯。 质言之，反对

暴力、维护统治秩序，于李大钊而言是强国手段而

非终极目的。 李大钊 １９１５ 年的一段话可以视为对

这点的注解。［３］１１７⁃１１８ 李大钊说，他“痛恨于前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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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民国初年，朝野上下之忘仇寡耻，徒事内争，颓
靡昏罔之人心”。 他认为，如果“一经创辱”，便“痛
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狂澜于既倒”，那么，“今
日欧洲莽怪之风云，宁非千载一时、睡狮决起之机，
以报累代之深仇，以收已失之土地”！ 果然如此的

话，则“从此五色国旗，将亦璀璨光耀于世界”。 但

事实却是，民国以来，“操戈同室，时机坐误”。 李大

钊的愿望固然好，但政客们显然和他所思所想不

同：他忧国忧民；政客们追权逐利。
李大钊对暴力的态度有所转变，文字上的表现

是 １９１６ 年的《民彝与政治》一文。 文末，李大钊将

从云南开始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称为

“南中倡义”，而不再将其与称谓“二次革命”一样称

为“南中动乱”。 不仅如此，李大钊甚至对此次暴力

革命大加赞扬：“今者南中倡义，铁血横飞，天发杀

机，人怀痛愤，此真人心世道国命民生之一大转

机也。” ［３］１６４

表面上，对于暴力从反对到肯定，李大钊的思

想转变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因为，他思想的内在

逻辑没变。 之前反对暴力是为了在稳定环境下实

行宪政、再造中国；此时肯定暴力是因为袁世凯复

辟帝制，阻断了在共和国体下实行宪政的道路。 之

前和此时，李大钊思想的着眼点都在宪政，核心都

是再造中华。 所以，在肯定完“南中倡义”后，李大

钊继续沿着以前的思想轨道，抨击专制，宣传立宪。
１９１７ 年，李大钊文中的暴力和革命开始有所区

别，不再是混为一体的状态。 在此前提下，李大钊

对革命有所肯定。 比如，在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的《俄国革

命之远因近因》中，李大钊指出，“世界之进化无止

境，即世界之革命无已时”。 但是，这里肯定的，主
要指推翻帝王统治的暴力革命，通过它，“帝王之运

命，将渐绝于兹世” ［４］１。 在逻辑上，它还是为立宪政

治开辟道路。
在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的 《受贿案与立宪政治》中，李

大钊继续在区别暴力与革命的前提下肯定后者。
一些人认为，革命一次，国家的政治、社会、风纪、道
德就堕落一次。 李大钊对此给予了否定。 他说，罪
恶不是革命的结果，革命却是罪恶的反响。 因为经

常发生革命的国家，必定是“群治腐败”的国家，其
道德的堕落，“不在革命勃发之日，而在专制积弊之

时”，经常发生革命，就是“罪恶积重”的结果。 革命

不但不会导致道德堕落，反过来，革命一次，罪恶便

经“庄严之血涤荡一次”，那些遮盖罪恶的伪面具便

被剥去一层，罪恶的事实便显著一分。［４］１５

尽管对革命有所肯定，李大钊并未对其持欢迎

态度。 在 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的《暴力与政治》中，李大钊

指出，立宪时代，国家的建立基于民意；基于强力是

专制时代的普遍现象。 他说他不单纯反对革命，但
无论何时都反对暴力。 反对的“终极目的”，在“消
免革命之祸”。 因为，“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

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虽不必尽为暴力之反响，而
暴力之反响则必为革命；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
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 ［４］１７１⁃１８１ 基于暴力与革

命的这种认识，李大钊指出，若反对革命，就应当先

反对暴力，先排斥恃强为暴的政治。 从他的阐述中

可以看出，他虽然“不单纯反对革命”，却从根本上

不希望革命发生。 因为他反对暴力，原因之一就是

认为暴力必定导致革命，而革命不能产出良政治。
总之，这个阶段，李大钊极力主张在民国框架

下实行宪政、再造中国。 为此，他拒斥暴力和革命。

三、“革命”：１９１８ 年 ７ 月以后李大钊的
思想、政治倾向

国内、国际形势在变化。 从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２１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受到一些事件和思

潮的影响，思想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他不再把强

国希望寄托于维护统治秩序前提下的宪政；他对暴

力和革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下文依据李大钊

的文本，对这段时间内李大钊思想的特点和变化脉

络略作考察和梳理。
（一）颂扬革命

在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俄罗

斯文学与革命》 《俄国革命与文学家》等文章中，李
大钊开始歌颂革命。 比如在《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中，李大钊肯定俄罗斯文学的作用的时候说：“文学

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

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 ［４］２３４既然李大钊

肯定俄罗斯文学的积极作用之一是“革命之先声”，
那么，这里的“革命”自然不再是李大钊反对的对

象，而是歌颂的对象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李大钊

歌颂道：“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

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 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

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

也。” ［４］２３９此时，李大钊决然不再提防止革命，而是以

花来比附革命。
在发表于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言治》季刊第 ３ 册的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对法国革命的评价

截然不同于 １９１４ 年。 前文已述，１９１４ 年，李大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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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当作反面例子；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认

为，“尔后 法 人 之 自 由 幸 福 ” 都 奠 基 于 法 国 革

命。［４］２２５李大钊对法国革命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说
明了他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

转变。
但此时，李大钊并没有将革命与中国的现实联

系起来。 从文字上看，俄国的革命和革命文学，极
大地影响了李大钊对革命的看法。 李大钊将俄国

革命视为“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

兆”。［４］２２８在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庶民的胜利》中，这层意

思被明确地表达为 “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

声” ［４］２５６。 可见，李大钊一开始了解和介绍俄国革

命，就将其定位在“世界革命”这个维度。 于李大钊

而言，从逻辑上说，正是有了这个维度的认知，才有

了后来投入和推进中国革命的结果———中国在世

界之中。
在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的《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 的胜利》中，李

大钊对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社会主义、马克思都只具有模糊

的认知，但他已经将它们与世界劳工阶级、世界革

命、二十世纪新潮流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

篇文章中，李大钊不仅颂扬革命，还以欢迎的态度

对待“俄罗斯式的革命” “二十世纪式的革命”，他
说：“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政府

所能防遏得住的。 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

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 ［４］２６３

在 １９１９ 年元旦的《新纪元》 ［４］２６６⁃２６８ 中，李大钊

进而指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是

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如果说，李大钊之前是以一种

局外人的态度颂扬革命的话，这时，李大钊已经开

始把中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把个人与中国革命

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

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

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既然有这

样的曙光照过来，“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
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有益人类的工作”是什么，李大钊没有明确指出，
但他显然不再拒斥革命手段；他的强国理想显然也

有了不同于实行宪政的新思路，只是，这一思路尚

在生成中。
在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的《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

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中，李大钊以欢迎和

期盼的态度指出，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

于世界” ［４］２８７。
综上，从文字上看，１９１８ 年 ７ 月以后，李大钊对

革命有了态度上的根本转变，其原因之一，是恶劣

的政治环境、俄国革命文学及革命事件等的影响。
（二）二元改造

然而，此时的李大钊并未因为对革命态度的转

变而认定革命是挽救民族的主要手段。 他的文章，
留下了他这个时期受马克思学说和无政府主义影

响的痕迹。 他的思想在无政府主义的“互助”与马

克思学说的“阶级竞争”间调和。 比如，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的《阶级竞争与互助》 ［４］３５４⁃３５６ 中，一方面，他推崇

Ｒｕｓｋ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ｒｒｉｓ 和 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 的 “协和” “友

谊”与“互助”法则，认为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

神的信条”，人类“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

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认为“从物心

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

助生存的世界”。 另一方面，针对人们关于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倡的”阶级竞争说的困惑，他解释说，马克思并

不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而是

认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竞争是人类真历史

前最后的阶级竞争，“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

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启”，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
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和无

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李大钊这样的理解中得到了

和解，李大钊因此而得以继续坚持他的“心物两面

的改造”的主张。
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的《我与世界》短论中，李大钊

说：“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

个人人相爱的世界。 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
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

废除” ［４］３６０，字里行间都是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痕迹。
虽然在 １９１８ 年底的文章中，李大钊已经提及马克思

和社会主义，但直到此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显

然还没有系统的了解。 他既不能以马克思的唯物

史观解释社会现象，也没有充分认识到通过现实斗

争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权以改造中国的必要性。
他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色彩仍然浓厚。

（三）重视“主义”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李大钊在《真正的解放》短论中，

开始将解放与现实的努力联系起来：“真正的解放，
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

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

己解放自己。 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

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

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４］３６３ 这里，“抗

拒”“打破”等字眼，是理论付诸实践的体现。 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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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过什么途径，李大钊未曾提及。 在不久之后的

《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我们看到，李大钊已经倾向

于以“主义”作工具解决社会问题。
在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李大

钊在阐述“主义”的作用的时候说：“在别的资本主

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

资本阶级。 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

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

而生的官僚强盗。” ［５］３辛亥革命后、１９１８ 年以前，体
现李大钊思想的他的文章的重心，都在主张消除暴

力和革命，实行宪政，此时，李大钊却明确主张将社

会主义作为工具，驱除官僚强盗，逻辑的转变显而

易见。 这里，李大钊没有明确将主义与革命联系起

来，但是，他已经有了将主义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

起来的思想。 这是一个全新的视界和思路。 这以

后，李大钊开始了凭借“主义”解决问题的思想历程

与社会活动实践。 该文中，李大钊还强调了阶级竞

争在解决经济问题这一根本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主
张用阶级竞争说的学理作工具，开展工人联合的实

践运动。
（四）倡导运动

对于马克思学说，李大钊逐渐从学理研究转变

为实际运用。 他运用它分析问题，并试图用它改造

中国。 其时，李大钊将学说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
是倡导各种运动。 比如，在 １９１９ 年 ９ 月的《“少年

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李大钊指出，物质改造的

运动，是本着工勤主义的精神，创造“劳工神圣”的

组织，改造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５］１２这里，李大钊

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经济基础的力量大

于文化等上层构造的力量，认为必须改变经济的构

造，才能改变文化的构造。 为了改变经济构造，李
大钊号召少年们到山林村落去，投身劳动，宣传人

道主义，使文化的空气“与山林村落里的树影炊烟

联成一气”，使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变成“活泼泼

的新村落”， “新村落的大联合， 就是 ‘ 少年中

国’”。［５］１３

在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中，李大钊主张“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
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 ［５］１６７由重视

笼而统之的“主义”，发展到重视劳工阶级、无产阶

级这担负新时期历史使命的阶级，李大钊对马克思

主义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层。
在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的《知识阶级的胜利》中，李大

钊总结说：“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

“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

动的先驱者。” ［５］１７４ 视知识分子为民众运动的先驱

者，是李大钊对知识分子在救国、强国运动中担负

的责任的定位。 作为“知识阶级”的一员，他始终以

理论和社会活动实践，发挥着先驱者的作用，诠释

着先驱者的概念。
在 １９２０ 年的《“五一”（Ｍａｙ Ｄａｙ）运动史》中，李

大钊指出，中国 １９２０ 年时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

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

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 这是我们第一个

遗憾。” ［５］１９５李大钊这样说的意思十分明确：他不满意

于“运动”只表现为少数文人文字上的宣传，他希望

看到的是劳工阶级广泛地参与到现实的运动中。 只

有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中国才有再造的希望。
在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的《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中，

李大钊认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

唯一的基础” ［５］２０９。 以这个认知为前提，李大钊说：
“我们全国的市民，要随时到处自由会合，取应有尽有

的手段，作我们的运动，非达到目的不止。” ［５］２１０“取应

有尽有的手段”的思想表明，马克思学说于李大钊而

言，已经远远不止于学理层面的意义。 沿着这个思路

向前，李大钊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
（五）明确方向

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

的考察》 ［５］２５５⁃２５６中，李大钊说：“现在的中国能否即

刻实行社会主义，这件事目前已经成为议论的中心

问题。”不少人认为，实行社会主义要先发展实业，
李大钊却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

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

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换言之，他主张先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李大钊明确了社会主义

方向。
在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

中［５］２６９⁃２７１，李大钊阐述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

事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互为因果。 所以，他
说：“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

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虽

然，李大钊看到，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
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而且，“近二三年

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 但是，他还是认定，
“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

业。”这“另种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

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
是社会主义团体。”李大钊还看到，中国谈各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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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的人不少，但还没有一个真能表

现民众势力的团体。 他的想法是，“Ｃ 派①的朋友若

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

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托

付。”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把组建劳动人民的政

党、鼓动民众运动、促进中国彻底改革的思想表达

得十分明确。
在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和写

给费觉天的信里，李大钊继续明确表达自己对于振

兴实业与实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中国

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

主义不可。” ［５］２７２⁃２７３ “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

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
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

不可。” ［５］２７７⁃２７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大钊考虑到了

革命手段的必要性。 比如，在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的《俄罗

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中，李大钊在肯定俄国

大革命代表俄国精神和人类共同精神之外指出，
“他底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他是

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

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 ［５］２８５至此，李大钊不但明

确了社会主义方向，还明确了革命手段。［６］

综上，李大钊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经过了前反

满清、反满清、资本主义立宪、社会主义革命等几个

时期。 其中，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个相对宽泛的大

阶段，在这个阶段，李大钊从歌颂俄国革命，到重视

“主义”的作用和群众运动，再到主张实行社会主

义、组建政党、采取革命手段，认识逐渐深化，方向

逐渐明晰。 李大钊终于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

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由学者成长为伟大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７］

李大钊在 １９１９ 年的《牺牲》中曾说，“平凡的发

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

华。” ［５］８４李大钊虽然生命短暂，但他以自己的理论

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以自己的壮烈牺牲，延长了

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历史不会忘记，在求得民族独

立和中华振兴的道路上，有李大钊这样一位忧国忧

民、赤忱乐观、上下求索、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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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大钊全集》第 ３ 卷第 ３９７ 页将其注释为“指共产党”。 笔者认为，根据上下文，这个 Ｃ 是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的缩写，而非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的缩写。 所以，“Ｃ 派”指共产主义派，而非指共产党，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